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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协调、 不确定性与大型技术系统创新
———中国核电技术赶超的案例研究

陈　 玲　 孙　 君　 付宇航

【摘要】后发国家技术赶超需要实现“市场规模”和“技术自主”的双重
目标，但现实中这一进程普遍面临技术依赖的“追赶者陷阱”的问题。论文采
用个案内过程追踪的研究方法和“政策子系统”的分析视角，基于中国核电５０
年的技术赶超历程，解释了后发国家如何通过政策协调实现大型技术系统的技
术赶超。研究发现，大型技术系统的创新绩效与其所在政策子系统的特性密切
相关，核电政策子系统具有碎片化的结构和行为目标，需要同步进行政府部门
间协调和政府对市场协调，协调机制主要包括国家意志、行政指令、共识信号
和市场竞争等。政策协调通过降低大型技术系统中产业主体面临的供需不确定
性，解决产业主体专用化投资不足的激励困境。跳出“追赶者陷阱”的关键在
于建立国产化率目标硬约束与多种协调机制。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技术赶超中
政府角色的认识，弥补了已有文献对于大型技术系统产业管理体制研究不足的
理论缺口，对新型举国体制下提高系统创新能力有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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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大型技术系统的技术赶超和创新是各国工业化进程的标杆。２１世纪以来，
中国核电、高铁、盾构机、支线飞机、移动通信等大型技术系统具有令人印
象深刻的创新绩效，而回溯历史，它们无一例外都有一段“以市场换技术”
的曲折历程，甚至一度落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追赶者陷阱”。
这些以大型技术系统为依托的高技术产业的赶超史，同时伴随着政府体制和
市场机制的转型，在世界产业技术发展史上锳出了一条独特的中国道路，也
为中国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特别是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在技术赶超
和创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相关研究在西方主流文献中却鲜有中国理论的
贡献。

西方文献对于国有企业创新的讨论多呈现消极印象，与私有企业相比，国
有企业创新绩效不佳（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１９９５），其原因可归于所有权结构、管理能
力弱、权力垄断、补贴和优惠政策等（Ｋａｎｋａａｎｐａ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但从历史实
践来看，国有企业在后发国家的技术赶超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在一些战
略性产业和大型技术系统中，国有企业已成为后发国家实现产业赶超和创新政
策管理的一种有效工具（Ｔｎｕｒｉｓｔ，２０１５）。以中国为例，以高铁为代表的国有
企业主导的产业技术已位居世界前沿。对此，国内学界近年来多有理论建树，
解释路径主要分为以下三种：一是从政府能力及政府干预视角，强调政府既是
系统集成者也是用户，形成有控制的竞争市场结构（江鸿、吕铁，２０１９；吕铁、
贺俊，２０１９），且政府的工业理解能力决定其能否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封凯栋
等，２０２１）；二是从企业能力的视角，提出工业技术学习与自主创新的能力是中
国高铁技术进步之源，而技术能力的成长需要国家坚定的自主创新的战略意志
（路风，２０１９）；三是从工业管理结构的视角，分析体制、行为人和技术三者之
间关系的动态演进，指出产业体制改革塑造行为人技术创新的激励结构，从而
决定高铁的技术赶超绩效（黄阳华、吕铁，２０２０）。也有研究指出，中国国有企
业之间基于“象征性优先权”的激励机制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影响（陈玲、付
宇航，２０２２）。诚然，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对于后发国家技术追赶至关重要，以上
解释路径也都将政府视作高铁技术赶超的关键行为主体，但由于高铁政策子系
统中政府部门的单一性，以上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碎片化的官僚体系与
系统层次创新需求的矛盾，使得相关理论成果的普遍性受限。

本文基于对中国核电技术发展（１９７０—２０２１年）的案例分析，从政策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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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构建了大型技术系统产业赶超的理论框架。本研究指出，大型技术系统产
业赶超具有双重的政策目标，即自主技术能力与产业市场规模。事实上，“以市
场换技术”这一提法本身就隐含了市场与技术的双重目标，只是策略性地暂时
牺牲市场目标来优先实现技术目标，最终还是需要倚仗技术来夺回市场。研究
发现，政策协调是影响大型技术系统赶超绩效的关键机制之一，如果想要使大
型技术系统跳出反复引进的“追赶者陷阱”并实现赶超，就需要政府部门之间、
政府对市场的同步协调。本文还进一步界定了国家意志、行政指令、共识信号
和市场竞争等多种产业政策协调机制。这一案例研究不仅对后发国家的技术产
业赶超有一定的借鉴价值，而且对我国以新型举国体制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现
实意义。中国产业政策转型中由单一部门主管的“大一统”计划时代一去不复
返，如何提高系统集成散布于多个重要产业主体的技术能力，并在碎片化的管
理体系中推动系统创新，是新型举国体制亟须探索的命题。

本文以下的结构安排为：第二节引出本文的分析视角———政策子系统，分
析中国核电政策子系统的特征，并论述本文的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第三节
呈现中国核电技术发展的纵向案例；第四节深入分析中国核电产业跳出“追
赶者陷阱”背后国产化目标与政策协调机制的作用。第五节给出本文的结论
与贡献。

二、核电产业的政策子系统视角

核电是典型的大型技术系统，即产业技术包含许多有区别但相互联系在一
起的系统，在开发、建设和运营过程中涉及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等多主体
（Ｈｕｇｈｅｓ，１９８３），组成系统的各种技术和亚系统之间具有高度依赖性，需要很
高的一体化知识和系统集成者的能力（路风，２０１９）。同为大型技术系统，核电
与高铁在技术路径、决策结构与创新主体等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经历
了引进技术、再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历程，都伴随着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行
政垄断，技术创新主体几乎都是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然而，高铁只经历了一
次大规模技术引进便走上自主创新的道路（路风，２０１９），核电却经历了三轮技
术引进后才实现赶超。这种“引进———落后———再引进”的“追赶者陷阱”在
半导体、汽车、大飞机等产业发展过程中都发生过，在后发国家中更是普遍
（Ｃｏｈｅｎ ＆ Ｌｅｖｉｎｔｈａｌ，１９９０；Ｌｅｅ，２０２１）。由此，本文将研究问题细分为两个前
后相关的问题。其一，为什么中国核电在前两轮技术引进中陷入了“落后———
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追赶者陷阱”？其二，为什么中国核电能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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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轮引进中跳出“追赶者陷阱”，实现赶超？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引入政策子系统作为分析视角。政策子系统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ｓ）是指特定公共政策议题的政策行为者集合，包括政府官员、
利益集团、研究机构和大众媒体等（豪利特、拉米什，２００６）。不同政策子系统
的结构存在异质性，如高铁部门具有高度一体化的管理机构即铁道部，政策子
系统的构成相对稳定，拥有一套共享的理念和政策体系；而核电则跨越了从姓
“核”到姓“电”、从军工到能源的政策领域，具有相对复杂的政策子系统。核
电与高铁在政策子系统上的差异，为理解其赶超效率差异提供了一个理论参
照点。

（一）子系统的结构特征与行为目标

中国核电政策子系统包括“决策者－政府部门－产业主体”等三个层级的
行为者。“决策者”是指由高层政治精英或协调小组组成的决策层，负责核电技
术路线和产业规划等重大决策等（陈玲、薛澜，２０１０）。后两者是核电政策子系
统的执行层，其中政府负责技术系统集成和项目审核，产业主体是指包括设计
方、制造方和运营方在内的各个国有企业集团及其科研机构，主要负责具体的
技术创新与生产经营（如图１所示）。

图１　 核电政策子系统的构成主体及协调机制
注：图中产业主体仅包含了核电产业中最核心的设计方、制造方、运营方三方主体，工程

建筑商、核燃料供应商和技术服务商等主体因不是影响技术赶超的核心主体，所以图中未
呈现。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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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的政策子系统具有碎片化的结构特征，导致各主体缺乏共享的政策理
念和行为目标，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核电政策子系统中存在多个并行的行业管理部门，缺乏共享的政
策理念。核电的政府主管部门从１９７０年核电技术起步至今历经多次变迁，有时
同时拥有核工业部门、能源部门、机械制造部门等主管部门。这些部门在政策
理念和目标上存在显著差异，部门间博弈更为常见，政策共识更难达成（温庭
筠、余娜，２０１６）。因此中央决策层在进行核电决策时，同时要协调多个主管部
门及其相应政策，协调问题尤为突出（陈玲、薛澜，２０１０）。

另一方面，核电政策子系统中产业主体分属不同的市场，产业链一体化程
度不高。核心产业主体———设计方、制造方、运营方分别对应大型技术系统的
开发设计、设备制造、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三方的协作程度是影响大型技术
系统创新的重要因素（林宗棠，２０１３），核电产业链中，设计方和运营方联系紧
密，大多数设计单位隶属于中国三大核电业主集团———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中核集团”）、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广核集
团”）、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核电”）。但是核电设备制造方
如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一重”）、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
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二重”）、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方电气”）等大型装备制造集团则属于外部供货商，其汽轮机等重型设备的市场
也同时面向核电产业以外的其他产业。设备制造和设备的设计与使用相对分离，
从而使得产业链上中下游之间的协调问题尤为突出。２１世纪以来，新的业主集
团加入核电领域，如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这些企业则隶属于传统电力部门。

以上三方产业主体具有不同的行为目标。其中，三个业主集团均为中央国
有企业，具有使命导向型的行为目标，重视来自国家战略的创新任务；设备供
应商则包括地方国企、上市公司、民企等，其行为模式受市场竞争影响更显著，
技术创新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技术能力积累过程。

（二）子系统内的政策协调

几乎每个政策子系统都会面临政策协调问题（Ｐｏｌｌｉｔｔ，２００３；Ｐｅｔｅｒｓ，
２０１５）。政策协调是指在不消除组织边界的基础上，通过自愿或强制性的协调机
制促使政策子系统中目标和利益各异的政策行为者达到目标或行为的一致
（Ｌｉｎｄｂｌｏｍ，１９６５；Ｍｏｌｅｎｖｅｌ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中国创新体系由于体制转型存在碎
片化管理与主要创新主体的组织失配问题，迫切需要政策协调（Ｋｒｏｌｌ ＆ Ｓｃｈｉｌｌｅｒ，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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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发国家赶超型产业政策中，常见的政策协调机制包括以下四点。（１）
国家意志，即国家最高决策层关于产业发展的政治战略，比如中国在２００６年提
出自主创新战略促使中国高铁从技术引进走向自主研发（路风，２０１９）。 （２）
行政指令，即基于层级官僚体系的协调，包括行政命令、规则和程序，以及组
织结构的调整。比如中国铁路机车产业和汽车产业通过加强主管部门权力或者
设立新的协调机构提升产业管理机构的延续性与职能整合程度（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
Ｌｇｒｅｉｄ，２００７；封凯栋等，２０２１）。（３）市场竞争及价格机制等，竞争压力可
以迫使企业家把资源配置到技术创新活动上（Ａｇｈｉ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４）共识
信号，包括产业规划、行业协会等，传递有关产业发展的信号（Ｓｅｒｇｅｒ ＆
Ｂｒｅｉｄｎｅ，２００７），增进不同主体之间的共同信念和共有知识，促进彼此信任和相
互依赖。

根据协调目标主体的差异，核电政策子系统内政策协调主要包括政府部门
间的协调和政府对市场的协调（如图１所示）。政府部门间的协调主要通过国家
意志和行政指令来实现，政府对市场的协调则混合使用了市场竞争、共识信号、
行政指令等多种协调机制来实现。

（三）政策协调的作用机制：降低不确定性

在大型技术系统中，政策协调主要通过降低产业主体面临的不确定性来影
响技术赶超绩效。

产业主体面临的不确定性分布在如下几个层次。首先是宏观层面来自国家
战略和政治意志的战略不确定性；其次是来自政府部门和政策执行的政策不确
定性；最后是市场不确定性，包括来自市场供需双方的供应不确定性和需求不
确定性，前者指供应方出现供应产品的质量不合格、供应中断、超过交货期等
问题，后者表现在用户或企业之间的欺骗与背叛行为（Ａｒｓｈｉｎｄ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事实上，战略不确定性和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影响市场主体的技术选择和投资决
策，进而影响到市场不确定性。

核电产业遵循“订单式研发生产”的模式，过高的市场不确定性会导致产
业主体缺乏进行专用性技术研发的积极性。核电产品作为技术密集型、单件或
小批量生产、用户定制的大型产品或系统（Ｈｏｂｄａ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其产业技术
创新的过程是资本密集、反复试错的试验过程，对实践性知识和科学知识的要
求都很高，给公司的财务和知识资源造成巨大负担（Ｓ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因此，
企业无法承担“先研发产品、后开拓市场”的风险，而是遵循“订单式研发生
产”———接到来自客户的定制需求后再进行研发，于“在干中学，在学中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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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提高技术能力（Ａｒｒｏｗ，１９７１）。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大量互动可以
减低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提高投资回报率（Ｌｕｎｄｖａｌｌ，１９９２）。

核电政策子系统的结构特征、行为目标和政策协调对于解释核电技术赶超
极为重要。对政府部门来说，国家意志是克服部门本位主义、达成政策共识的
关键。对产业主体来说，需要服从政府使命导向的产业政策目标和市场导向的
发展需求。如何有效协调政府部门和产业主体的利益关系，减少创新中的不确
定性，是大型技术系统赶超成败的关键。

（四）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个案内的过程追踪。核电案例是研究后发国家大型
技术系统赶超的典型案例。本文深入自１９７０年以来中国核电技术发展的历史情
境中，对技术动态演变发生背后的因果机制进行解释。相比其他研究方法，过
程追踪作为一种建立因果机制的方法，同时具备理论检验与理论构建的功能，
适合解释包括诸多因素的长历史案例（Ｇｅｏｒｇｅ ＆ Ｂｅｎｎｅｔｔ，２００５）。与纯粹的历史
研究相比，过程追踪研究强调对于历史过程维度与理论变量维度的平衡，更加
强调微观层面的理论建构与检验。

本研究资料来源分为三类，一是公开的历史档案资料、政策文件、关键人
物访谈等经过公共舆论审视的资料，二是核电业界专家和政府官员的访谈，三
是访谈对象提供的内部文件与资料。本文参考的资料不仅从时间维度上覆盖了
１９７０年至２０２１年中国核电产业发展的全阶段，尤其是促使阶段更迭的关键历史
时刻，亦从主体维度上覆盖了中国核电主要决策者、政府部门和产业主体的重
要亲历者在以往历史时刻的即时记录以及事后总结与反思，证据可靠性较高。
在涉及重要决策或历史数据（如国产化率）等事实问题时，作者采用多种来源
的资料交叉验证的方式以提高案例研究的效度。

三、案例分析

中国核电在１９７０年起步，至今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
制转型。本研究按照中国核电产业制度变迁与技术赶超的历程，将核电技术发
展分为三个阶段。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８５年是技术起步期；１９８６年至２００２年是引进学
习期，对应我国核电产业“引进———落后———再引进”的发展阶段；２００３年至
今是全面赶超期，对应我国核电产业跳出“追赶者陷阱”的赶超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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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起步期：政府间协调，核电姓“核”姓“电”之争

核电在中国诞生之初就面临着姓“核”还是姓“电”、 “自力更生”还是
“引进技术”的双重争论，集中反映了该阶段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困境。１９７０
年，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曾先后三次提出建设核电站（姚文君等，２０１３）。
１９７４年，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正式批准了３０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方案，命名为
“７２８工程”，即秦山核电站的原型。１９７８年，国务院批准了从法国引进两套９０
万千瓦机组的核电站，即大亚湾核电站的原型。此时爆发了一场中国核电的发
展应该自力更生还是引进技术的大争论。当时，水利电力部是核电的主管部门，
掌握审批权和投资资金，第一机械工业部是大型设备制造的主管部门，第二机
械工业部是动力堆和核燃料的提供者，具备核技术和人才优势。第一机械工业
部、水利电力部、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张“７２８工程”下马，国防部国防科
学技术委员会、第二机械工业部、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计委”）
却坚持推进，不同部门的目标和立场迥异，相持不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
出面协调无果，由此“７２８工程”暂时搁置（姚文君等，２０１３）。
１９８２年，第二机械工业部改名为核工业部，各部委之间关于核电主管权和

技术路线的矛盾再次凸显。１９８３年１月，国家计委主持召开核电技术政策论证
会，业内称之为“回龙观会议”。会上，各部委之间爆发了有关核电技术发展路
线的冲突，但最后还是形成了《核能发展技术政策要点》，在核电技术路线和发
展途径方面暂时形成共识。同年，中国成立国务院核电领导小组以协调各部委
之间的矛盾，并发文明确各部委核电产业的分工范围，即由水利电力部管核电
站总的建设和运行，并负责常规岛建设；核工业部负责核岛建设和工艺系统初
步设计；机械工业部承担核电站设备设计和制造，负责成套供货（刘堂炜等，
２０１３）。但对于不同的核电站，各部委之间的分工又不同，秦山核电站从设计、
设备研制到建设的整个过程由核工业部为主进行，而广东核电站、华东核电站
等则由水利电力部为主进行（李鹏，２００４）。

由此，中国核电产业在这一时期多个政府主管部门并存，形成职能交叉和
部门竞争，加大了产业系统内创新主体面临的需求和供应的不确定性。两条技
术路线都面临研发停滞的困境，也塑造了下一个阶段更为碎片化的技术引进模
式（如图２所示，１９７０—１９８５年阶段）。

·８·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４·３



·９·

政策协调、不确定性与大型技术系统创新◆



在自力更生的技术路线中，政策协调失灵加大了产业主体创新中的不确定
性，导致产业技术能力无法集成。秦山一期工程是中国第一次自主设计核电站，
核电站的整体设计全部由国内完成，以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曾用名“７２８
院”）为主导，其他研究院部分参与。但是碎片化的管理体系使得设计与制造、
工程难以衔接，比如１９９８年发现反应堆堆内构件堆芯下部支撑结构设备的设计
制造无法满足设计原理的功能要求（赵志德、何宏龙，２００７）。随着“７２８工
程”的暂缓与重新上马，分配给指定主体的制造任务也多次变更，从而加大了
创新主体面临的需求不确定性。比如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上海汽轮机厂（以下
简称“上汽厂”）在接到“７２８工程”的３１０ ＭＷ核电汽轮机的设计和制造任务
后进行了６年的攻关，该工程暂停后，与之相配套的核电汽轮机也随之停止投
料生产。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７２８工程”再次重启时，上汽厂多次向有关部委汇
报，才说服有关部委放弃成套进口核电汽轮机，继续由上汽厂承担设计和制造
任务（忻惠发等，２０１３）。

在技术引进的路线中，政策协调失灵导致“技贸合作”的模式破产，降低
了前期技术投资的回报率。１９７７年，“７２８工程”３００ ＭＷ核电机组还在筹建之
时，中国就已开始谋划１０００ ＭＷ核电机组的发展。有关部门通过与外国公司的
多方接触、谈判，最后选择引进２台１０００ ＭＷ级核电机组，１９７８年、１９７９年
分别完成技术与商务谈判，但“主张自力更生、自主建设核电站的呼声很高，
当时未能签约，随即便取消了这一计划” （刘堂炜等，２０１３：１５５）。大亚湾核
电项目也在部门博弈、路线之争的反复中偏离了技贸结合的初衷，走向技贸脱
钩。１９８３年的回龙观会议确定了技术引进以法国为主，技贸结合逐步国产化的
路线，但在１９８６年国务院决定核电由水利电力部改为核工业部主管后，中国与
法国法玛通公司的技贸结合的核电技术引进谈判终止（刘堂炜等，２０１３；汤紫
德，２００７）。政府部门协调失灵更加大了产业主体所承担的不确定性风险，“根
据企业普遍反映，单位自有资金数量不多，难于以自筹资金方式来承担任务，
项目涉及面广、投资大、周期长、占用流动资金多，投资经济效益不显著。”
（刘堂炜等，２０１３：１６４）在此时期，研发机构的研发任务搁置，前期研发成果
未取得相应回报。

总结这一阶段来看，国家意志的摇摆导致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失灵，加大
了产业主体所面临的供需不确定性，降低了其技术投资的积极性与研发能力，
不论是自力更生还是技术引进都进展缓慢且时有停滞。中国１９５８年首次提出研
究核能发电，起步并不比法国、日本、韩国晚，而上述三国通过采取技贸结合、
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政策，很快成为世界核电制造强国，但中国却由于政策协调
失灵错失技术发展机遇。中国１９７０年提出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的方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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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４年才正式开工，１９９１年并网发电，虽然建设之初计划核电设备国产化率达
到８０％，但实际只实现４０％左右（张国宝，２０１５）。

（二）引进学习期：协调产业主体，尝试业主负责制
这一阶段，政府部门层面的协调被多次机构改革中断和消解，决策者在市

场化改革中推行业主负责制来协调产业主体层面的技术集成。结果表明，市场
机制在协调产业主体的系统集成方面初见成效，却降低了大型技术系统的自主
技术能力和国产化率。
１ ． 政府间协调：多次机构改革导致协调失灵
１９８６年是中国核电产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在国防工业“军转民”的大背

景下，国务院提议核电主管部门由能源电力口转到军工口，此后核电主管部门
经历数次变更（李鹏，２００４）。第一次是在１９８８年，国务院机构改革裁撤核工
业部，组建能源部，同年组建了中国核工业总公司。核工业总公司虽归能源部
管理，但与能源部平级，而能源项目的审批权又在国家计委，因此能源部虽为
核电主管部门，却作用有限。第二次是在１９９３年３月，国务院由于“关系不
顺、调解手段的不足”裁撤能源部，组建电力工业部和煤炭工业部，同时给予
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国家原子能机构”的名称（黄毅诚，２０１３）。１９９４年，国
务院核电领导小组裁撤，协调工作改由国家计委承担，更名为国家计委核电办
公室。第三次是在１９９８年，为消除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国务院裁撤了几乎所
有的工业专门经济部门，中国核工业总公司所承担的政府职能一部分划归新组
建的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徐玉明，１９９９），另一部分则与国家计委核电办
公室一同划归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基础产业司，后者负责主管核电设备国产化
工作。本阶段频繁的主管部门变换和企业重组，导致中国核电工业迟迟未形成
一个长期发展规划。

与第一阶段类似，政府部门间协调失灵导致自力更生和引进技术的两条技
术路线都反复更张，使中国核电发展进程滞后。就自力更生的技术路线而言，
由于缺乏国家意志和行政指令等协调机制确保国产化方案的实施，我国自主研
发的二代核电技术方案迟迟不能落地，企业专用技术投资得不到回报。我国早
在１９９６年底就开始自主研发百万千瓦核电技术，在此之前国内最先进的是大亚
湾核电站使用的法国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Ｍ３１０及其１５７组燃料组件，称之为
“１５７堆芯”。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以下简称“核动力院”）在消化吸收了
Ｍ３１０的设计技术后，经过多次研发，于１９９７年形成自主的百万千瓦核电技
术———以“１７７堆芯”为核心设计的ＣＮＰ１０００技术方案，并将该技术方案推荐
给中广核集团的岭澳二期工程。但中广核以技术不成熟为由拒绝，依旧选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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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Ｍ３１０技术开展设计，这是中国自主设计的ＣＮＰ１０００错失的第一次落地机会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２０２１）。核动力院在秦山二期及其扩建工程核电站设
计时把Ｍ３１０的１５７组堆芯改为１２１组堆芯，功率降为６５万千瓦（中国核动力
研究设计院，２０２１）。由于技术路线的摇摆不定，秦山二期核电站从１９８７年立项
到１９９６年开工，历时８年，其间反复论证，至２００２年才建成投产。由于当时国
内秦山一期核电机组运行后一直没有启动后续核电项目，所以中国一重、中国二
重等到日本所学的核电大型铸锻件技术没有得到实际应用，几年后技术人员的工
作几经变动导致该类专有技术荒废（汪福全等，２０１３）。技术引进的路线也颇为波
折，在此期间中国从国外引进了岭澳一期、秦山三期、田湾一期三个核电项目，
全部采用“国外总包”形式，其中秦山三期、田湾一期两个项目是“交钥匙”工
程，即全程由外方设计、建造、采购设备、安装调试，走上一条多国采购、多种
机型、多国标准、多种技术混用的反复引进的道路（陈玲、薛澜，２０１０）。
２ ． 政府对市场协调：业主负责系统集成
这一阶段的新变化出现在产业主体层面的协调机制。由于此阶段中国正处

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期，核电产业的管理与建设也面临改革，
产业链上出现了一大批市场主体（如图２所示，１９８６—２００２年阶段）。当时秦
山核电站二期工程被首先列入固定资产投资体制国家改革试点的重点项目，市
场化运作程度较秦山一期有了明显提高，实行了“业主（法人）负责制、招投
（议）标制和工程监理制”的新型管理模式，工程发包采用大包与小包相结合的
模式，国家重要核电设备由国家定点，设备采购由业主负责，实行“多国采购、
择优定点”。

引入市场竞争和管理机制影响了产业内不确定性分布，有效调动了业主去
协调其他产业主体。事实证明，不确定性的承担者只要有足够的自主权和预期
回报，就有动力去主动协调其他主体。首先，对运营方而言，业主负责制下业
主在获得部分设备采购权的同时也承担了供应的不确定性，因此有动力去推动
设计方和制造方的深度交流与融合以提高供应质量。一位负责协调核电设备国
产化的受访官员称：“关键核级设备试验验证的平台投资极大，单个企业利用率
低，只有业主联合研发机构才能解决试验平台的问题。”当时的秦山核电联营公
司（以下简称“秦山核电”）作为业主起到了沟通设计方和制造方的重要角色。
对外，秦山核电分别与法国和美国的相关公司签订设计咨询合同和合作总协议，
引进了上百个设计分析软件，收集了整套参考电站的图纸资料和标准规范，并
建立了多种试验台架，进行了大量的科研试验（温鸿钧、余娜，２０１６）；对内，
秦山核电向国内设计院提供现场设计基础资料和其他核电站的参考资料，并积
极协助设计院和有关设备制造厂开展科研攻关，为设备选型和定点做准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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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为了保证设备质量，秦山核电编写了一系列管理程序，将整个采购过程纳
入有序管理。最终，秦山核电通过秦山二期核电站项目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商用核电品牌———ＣＮＰ６５０，秦山二期核电站的比投资亦为国内
建成的核电站最低（唐洪驹、朱兴梓，２０１３）。其次，对于供应商而言，招投
（议）标制的实行降低了行业准入门槛，引入竞争，吸引制造集团主动入场，提
高了技术改进的激励。如１９９５年岭澳核电站在设备供应合同中，实行“国外总
包、国内分包”，当时东方电气主动向法国法玛通公司争取承担分包制造协议，
同时与核动力院、中国二重等组成集设计、原材料、制造于一体的产业联盟。
最终，东方电气仅用了１０个月就取得了国内民用核承压设备制造资格许可证，
并获取了设备分包合同，目前已成长为三代核电装备主要供应商（唐洪驹、朱
兴梓，２０１３）。

然而，仅靠市场协调机制会带来过高的市场不确定性，不利于实现“自主
技术能力”的政策目标。业主负责制实质是将核电设备国产化的研发、制造、
资金支持等的不确定性集中于业主上，但仅凭业主一方难以协调核电政策子系
统中的其他产业主体。秦山二期项目实行时，业主项目管理的首要难题是“处
理好传统的行政管理与现代企业管理体制两者间的关系”，提升国有企业合同执
行的有效性与严肃性（李永江，２０１７：７３）。国内设备厂家的供应难题也缘于长
期专用性技术投资不足。一位负责协调核电设备国产化的受访官员称：“在近十
年多堆型、多技术路线的背景下，一个设备企业往往面临多个同时进行的项目，
按期、保质保量是主要矛盾。”因此，业主承担了诸如质量不合格、超过交货期
等供应不确定性风险。在秦山二期核电站建设过程中，２号机组汽轮机和发电机
制造实际拖期７个月，压力容器的制造严重拖期２６个月并存在缺陷，业主因局
部返修承担了５０００余万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建造进度再次拖后６个月（李永
江，２０１７）。而国产设备研制的费用与风险增加了业主投资控制的压力。“一些
新研制的国产设备和材料，不仅需业主承担研制费用，还要承担新设备、新材
料在工程应用中的质量和进度控制上的风险，其价格往往高于国外进口材料。”
（李永江，２０１７：７６）由于当时决策层还在自主或引进两条技术路线摇摆，国产
化率仅是引导性指标，缺乏确保国产化率实现的国家意志和行政指令等协调机
制，结果是业主妥协和让步，以至于项目后期设备国产化的比例从原定的７０％
下降到５０％左右（李永江，２０１７）。

总结来看，第二阶段通过业主负责制、招投标等市场机制，促使业主有足
够的自主权和激励去促进产业主体间加强合作，最终实现了秦山二期工程的建
设成功，证明此阶段中国核电产业具备了系统集成能力。但由于政府部门间协
调矛盾仍未解决，缺乏自主创新的国家意志和行政指令，此阶段仅实现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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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市场规模的扩展，却未达到核电国产化率的预期目标。
（三）全面赶超期：同步协调政府部门和产业主体
第三阶段吸取了前期的经验和教训，确立了自主创新的国家意志，并通过

行政指令、共识信号、市场竞争等多种协调机制同步协调政府部门和市场主体，
解决政府部门本位主义和产业主体自主研发专用性投资不足的激励困境，中国
终于在三代核电技术上实现赶超。
１ ． 政府间协调：自主创新战略形成国家意志和政策共识
首先，政府部门层面的协调困境在国家自主创新战略下得以解决。自主创

新战略明确了核电技术的主管部门、技术路线选择和发展规划，大大降低了产
业主体在战略选择上的不确定性。２００３年是中国产业政策的拐点（Ｃｈｅｎ ＆
Ｎａｕｇｈｔｏｎ，２０１６），自主创新成为该阶段的国家意志与指导方针。新的中央决策
层对核电政策子系统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包括在２００３年国务院成立国家核电自
主化工作领导小组作为中央协调机构，在２００６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
简称“国家发展改革委”）成立重大技术装备协调办公室，负责协调重大技术装
备规划和相关政策推进技术装备国产化，以及在２００８年成立国家能源局，主管
核电业务。

其次，自主创新战略和核电政策规划作为共识信号，引导政府和市场形成
核电实现技术自主与市场规模双重目标的共同信念。２００６年１月，时任中共中
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随后，国务院发
文明确把发展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列为１６项关键领域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之
一，并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中提出“实
施促进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２００７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编制的《核电中
长期发展规划（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发布，提出核电占全国电力装机总容量４％的目
标。实现三代核电的设计自主化与设备国产化是此阶段的共识目标，并明确了
未来核电市场的需求规模，大大降低了市场的供需不确定性。
２ ． 政府对市场协调：市场规模与竞争解决激励困境
技术集成的主要协调矛盾由政府部门转向产业主体，包括设计运用企业

（业主）和制造企业。其中，业主企业的技术协调最为困难。２００６年中央决定
全面引进第三代核电技术ＡＰ１０００，并正式成立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作为
ＡＰ１０００技术的主要引进者和消化吸收载体。中国核电产业呈现出中核集团、中
广核集团、国家核电三大业主集团并立的发展格局（如图２所示，２００３年至
今）。三大业主集团都具备独立研发能力，形成了中国三条技术路线并存且相互
竞争的局面（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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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中国核电技术发展路线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中国最终形成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标志着自主创新和产
业赶超的成功。“华龙一号”核心技术源自中核集团下属核动力院的ＡＣＰ１０００。
如前文所述，核动力院在１９９７年就形成以“１７７堆芯”为核心设计的ＣＮＰ１０００
技术方案，但该方案多次错失落地机会。２００３年，中核集团组织核动力院与上
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合作开展ＣＮＰ１０００核电机组的初步设计工作，但由于两院
参照的核电技术方案标准体系不同且未形成共识，从而导致厂址设计未能让政
府部门和业主接受，ＣＮＰ１０００ 也错失落地机会（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２０２１）。２０１０年，由ＣＮＰ１０００升级的ＣＰ１０００通过了国内专家和核能行业协会
评审。ＣＰ１０００技术研发的成功解决了中国自主１００万千瓦核电技术从无到有的
问题，正待落地，但由于２０１１年３月的福岛核事故，ＣＰ１０００的落地再次停滞。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中央决策层才对核电项目放行，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核
电安全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和《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
规定“新建核电机组必须符合三代安全标准”。中央决策层的规划释放了积极信
号，使得中国核电建设前景有了稳定预期，激励了中核集团和核动力院按照第
三代安全标准继续升级ＣＰ１０００ 技术。中核集团专门下达了重点科技专项
“ＡＣＰ１０００三代核电技术”研究任务书，由核动力院和核工业第二研究设计院共
同完成。此时ＡＰ１０００引进消化吸收工作与示范工程也在同步进行，中核集团及
核动力院感知到国内核电市场竞争激烈程度空前，中国核电建设或将统一技术、
以ＡＰ１０００为主，留给ＡＣＰ１０００的时间窗口非常紧张（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２０２１）。

国家战略和市场竞争倒逼中核集团和核动力院加大了技术投资。中核集团
将核电运营收益拿出一部分投入科研，加快ＡＣＰ１０００的研究进度，并定下了
２０１３年具备开工建设条件的目标（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２０２１）。核动力院
则重构管理架构，将三级管理体系“院本级—研究所—专业科室”变成了矩阵
型的院级管理项目部，即ＡＣＰ１０００项目部，这也是核动力院史上第一个以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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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目标设立的、组织架构完整的核电项目部，各级项目管理符合“华龙一号”
整体研发战略，形成高效协同，提升了研发过程中产品和技术的深度融合（中
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２０２１）。

另外两条技术路线，即中广核集团的ＡＣＰＲ１０００ ＋和国核的ＡＰ１０００也受到
国家战略和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中广核集团在消化、吸收Ｍ３１０的基础上，形
成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机型ＣＰＲ１０００ ＋ （如图３所示）。国家核电引进的
ＡＰ１０００三代技术并非是成熟技术，其主泵和爆破阀供应拖期，法国ＥＰＲ压力容
器出现质量问题，为另两条技术路线留下了市场空间。三条技术路线竞争中，
由中核集团和中广核集团主导的三代核电技术后来居上。２０１３年国家能源局提
出将中核ＡＣＰ１０００和中广核ＡＣＰＲ１０００ ＋进行融合，形成“华龙一号”（张慧，
２０１４）。随后中核集团和中广核集团按照融合后的“华龙一号”总体技术方案
完成初步设计，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和２０１５年４月国家能源局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分别
正式批复同意福清５号、６号机组采用“华龙一号”技术方案，“华龙一号”终
于实现了从研发到落地的全过程。

制造企业的协调困境在此阶段也得以解决。通过核电国产化率指标硬约束
和政策规划中市场规模扩大的信号，制造企业面临的市场不确定性下降，增大
了专用性技术投资。首先，国产化率指标是此阶段政策协调的关键强制性工具。
ＡＰ１０００技术的引进是以实现三代核电设备国产化为目标的，在引进１２项关键
设备材料的设计和制造技术时，政府部门在产业主体层面上进行了细致和统一
的分工协调，并详细规划了国产化率实现步骤。２００７年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大技
术装备协调办公室组织１２家国内核电和机械制造集团共同形成ＡＰ１０００核电关
键设备自主化工作方案，并在方案中明确指出，２０２０年以前新开工核电站“通
过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以及四台机组的建设，全面掌握ＡＰ１０００设备的设计和制
造技术，从第５台ＡＰ１０００机组开始能够自主设计制造主要设备”。在组织安排
上，根据设备的难易程度以及国内的生产能力，国家核电公司将ＡＰ１０００核岛设
备分为四类，并依托核电项目、采取不同策略来实现国产化。其次，政策规划
释放了扩大核电市场规模的信号，此阶段产业主体中制造方的数量明显增加。
２００３年国家《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２００５—２０２０）》公布后，虽然当时核电主
力堆型还未确定，但大型制造集团看到了核电的市场规模，将核电装备制造作
为主营业务，并建设大型装备制造基地或者增设新厂、组建专门从事核设备生
产的子公司来扩大产能，增加市场竞争优势。如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电气”）２００４年开始规划建设临港核电基地，预留了超大型核
电设备的厂房条件，并在２００６年成立上海电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钦明畅，
２０１３）。中国二重也在２００３年后提出“核为大、核优先”的核电装备制造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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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由此，国内在核电常规岛、核岛主设备制造领域涌现了东方电气、上海
电气、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一重４家供货商集团。

在设计能力与制造能力的共同提升下，２０１５年，中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
“华龙一号”首堆示范工程———中核集团福清核电站５号机组正式开工建设。根
据《〈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调整）〉终期实施评估报告》，
“中国第三代核电设备国产化率可达９０％，具备从原材料到核电关键设备的成套
供货能力，核电装备供应链已全面覆盖国内各种堆型，并形成每年１０台套及以
上的核电主设备制造能力”。２０２１年１月３０日福清核电５号机组正式投入商运，
标志着中国拥有了完全自主的核电技术，正式进入核电技术先进国家行列。

总之，第三阶段通过政府部门和产业主体两个层面上同步协调实现了技术
赶超中市场和技术的双重目标。自主创新的国家意志、国产化率和工程分包的
行政指令、产业规划的共识信号、市场竞争多种协调机制促使研发主体加大了
研发投资，最终才能实现中国三代核电的赶超。

（四）案例小结
从政策子系统的视角纵观中国核电产业的技术赶超，本文发现政府部门和

产业主体两个层面的政策协调不仅是大型技术系统实现赶超的必要条件，亦是
调节工业基础能力、技术学习等其他变量的重要机制（见表１）。

表１　 中国核电技术发展三阶段的典型特征

技术起步期
（１９７０—１９８５年）

引进学习期
（１９８６—２００２年）

全面赶超期
（２００３年至今）

政策
协调

政府间
协调

失灵：多头管理，部门
博弈，技术路线摇摆

失灵：主管部门频繁
变更，技术路线不定

有效：自主创新战略，建
立主管部门，确定技术路
线和发展规划

政府对
市场协调

失灵：计划体制下部门
博弈导致企业活动停滞

初步有效：初试业主
负责制、招投标制

有效：硬化国产化率指
标，提高产业主体竞争

不确
定性

需求
不确定性

高：核电项目停滞，市
场需求不明，制造任务
中断

较高：市场中长期需
求不明确；业主购买
国产化设备积极性低

低：市场中长期需求明
确、规模扩大，业主负责
制和招投标制度完善

供应
不确定性

高：技术进步慢、国产
化设备产品质量提升慢

较高：供应商合同履
约能力低

低：形成四大制造集团，



国产设备质量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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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起步期
（１９７０—１９８５年）

引进学习期
（１９８６—２００２年）

全面赶超期
（２００３年至今）

技术
赶超

市场规模未实现：仅开工１座核
电站，且未实现商运

部分实现：新开工５
座核电站，累计４座
实现商运

实现：新开工１２座核电
站，累计１４座实现商运

技术自主
未实现：设备国产化率
低，与先行国家技术差
距拉大

未实现：二代核电设
计能力和设备国产化
率缓慢提升，但三代
技术再次落后

实现：形成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设
备国产化率达９０％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跳出“追赶者陷阱”：国产化率目标与混合政策协调机制

中国核电技术在２００３年以后跳出“追赶者陷阱”的成功经验表明，大型技
术系统的赶超需要实现“既要市场规模又要技术自主”的双重目标。已有关于
大型技术系统赶超的研究强调了引进后的技术学习（吕一博等，２０１７；吕铁、
贺俊，２０１９），这些在核电技术赶超史中也得到了清晰的印证。例如，引进的
Ｍ３１０技术后来被吸收和利用，转化为我国自主技术能力。技术引进有利于帮助
后发国家在短时间内扩大市场应用规模，不能一味抹煞引进路线的贡献。然而，
技术引进并不能解决大型技术系统多主体创新系统集成的困境，单纯强调国家
意志或市场竞争的协调机制亦是不全面的。因此，政府部门之间、政府对市场
的多层同步协调变得至关重要。本研究揭示，一个在后发国家技术赶超过程中
经常被提及却未得到系统阐释的指标———国产化率发挥了关键作用。国产化率
目标及其实现是多种政策协调机制混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国产化率目标需要国家意志和行政指令作为核心的协调机制。核电
国产化率在２００３年以前一直是引导性指标而非强制约束性指标，从而导致对产
业主体的约束力度不够，国产化进程缓慢。受访的某核工业集团工程师与采购
团队称，由于核电属于事故追责制度极为严苛的产业，“用以前一直用的”“用
贵的（进口的）就是用对的”是采购部门的普遍信念，培养国产化产品企业主
要是为了增加与外国的谈判资本，而并不会真正大量采购，导致国内企业做相
关产品创新往往血本无归；而当国产化率指标硬化，采购国内产品才会转变为
新的“政治正确”。２００３年后，随着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逐渐出台，国产化成
为设计方、制造方、业主三方共同的强制性约束。通过机构改革，国家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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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力也有动机将这一指标进行切割分配，对具体产业主体而言，国产化率就
变成清晰且个体化。例如秦山二期扩建项目设立之初决策层便制定了国产化率
指标。２００５年１月，国务院发改委召开国产化方案和技术改进论证会，强调
“实现国家核电自主化领导小组确定的７０％的工作目标”（李永江，２０１７）。而
在引进三代核电ＡＰ１０００技术时，国产化率的要求升级为关键设备实现１００％国
产化。受访专家称，“自２００５年开工的岭澳二期核电站起，每个项目都有国产
化率要求，且要求逐步提高”。自岭澳二期工程开始，中国核电站建设彻底摆脱
了“交钥匙工程”模式，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有了更多落地机会，设备国产化
率得到跨越式提升。①

其次，共识信号、市场竞争等协调机制的混合有效抑制了行政指令的负面
作用，激发分散的产业主体的创新动机，实现大型技术系统国产化率目标的整
体实现。如果缺少市场竞争，国产化率要求有可能让受保护的本土企业形成依
赖，从而丧失自主创新的动力和能力。此阶段政府有意引入竞争机制，利用国
家科技重大专项，在关键技术节点布局多家有竞争力与积极性的单位参与研制。
因此，此阶段是三个阶段中核电政策子系统产业主体数量最多、竞争压力最大，
也是最具创新活力的时期，不仅业主集团在核电发展规划下进行产能竞争，加
速了三代核电技术的研发，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招投标制度的完善也使得各装备
制造集团具备主动争取订单的竞争意识，加大对核电装备的专用投资。

五、结论

本文通过追踪中国核电产业实现赶超的历史过程，得出以下结论。（１）大
型技术系统赶超包括市场规模和技术自主双重目标，目标实现绩效与技术所在
政策子系统的特性密切相关。核电政策子系统具有碎片化的结构和行为目标。
因此系统赶超需要在政府部门和产业主体层面上同步进行政策协调，协调机制
主要包括国家意志、行政指令、共识信号和市场竞争等。（２）政策协调通过降
低产业主体面临的供需不确定性，解决大型技术系统中产业主体专用性投资不
足的激励困境。（３）中国核电跳出“有市场规模、无自主技术”的“追赶者陷
阱”，关键在于通过国家意志和行政指令等协调机制建立了国产化率目标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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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岭澳二期及之后的二代改进型核电站设备国产化率为：岭澳二期（６４％），秦山二扩
（７０％），红沿河（＞ ７５％），福建宁德（１号、２号机组７５％，３号、４号机组８５％），阳江
（８３％），方家山（８０％），海南昌江（８２％），防城港一期（８０％）；三代核电站设备国产化
率为：台山（５０％），三门（１号机组１０％、２号机组６０％），海阳（１号机组３６％、２号机
组６３％），福清５号（９０％）。数据由各核电站官网和访谈对象提供与验证。



束，并在市场竞争和产业规模信号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投资回报的可信承诺，
激发分散的产业主体加大技术专用投资和协同创新。

核电在陷入“追赶者陷阱”后又成功跳出的经历对后发国家的技术赶超具
普遍意义上的启发：首先，本文政策子系统的分析视角进一步深化了对大型技
术系统赶超中政府角色的认识。核电技术赶超历程说明，碎片化的官僚体系与
技术系统创新的矛盾是恒在的，政府部门的本位主义可能阻碍技术系统创新，
只有中央决策层的坚定的自主创新意志和行政指令，才能破解部门利益博弈，
对产业主体释放自主创新的可信承诺。

其次，核电跳出“追赶者陷阱”的经验体现了政策协调对大型技术系统创
新的重要性。大型技术系统一般涉及多政府部门和多产业主体，政策协调是大
型技术系统创新所面临的共性问题。核电技术赶超的历史历程说明对于大型技
术系统，只有通过政策协调减轻政策子系统中政府部门博弈给产业主体所带来
的供需不确定性，才能激励创新主体更持续与稳定的投资，发挥工业基础能力
优势。相反，政策协调失灵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降低产业主体技术投资的
积极性，技术进步停滞，甚至丢失原有的技术能力。

最后，本文将政策协调引入大型技术系统创新研究，提出政策协调通过影
响组织面临的不确定性而影响组织创新产出的理论模型，并基于中国核电５０余
年的技术赶超历程提炼了不同协调机制的作用，为创新领域的协调研究做出
贡献。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中国核电技术为赶超型技术，存
在确定性的技术来源和目标，因此政府通过政策协调尤其是强制性协调机制降
低大型技术系统中供需不确定性可能是高效的。未来中国将进入新兴技术和产
业的未知领域，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政府致力于不确定性的协调具有更为广
泛的普遍意义，但政策协调的机制与工具应是更为多样化的和开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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